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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
知识谱系和方法论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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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脱胎于西方艺术史研究，发端于海外博物馆鉴藏体

系。 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起步探索期到二战后的发展鼎盛期再到 ８０ 年代以后的多元

化时期，历经艺术史的学科危机和新旧艺术史的分野，多元开放的艺术史格局逐渐形成。 百

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更新，从风格分析、图像阐释、原境分析到艺

术社会史，生成了一整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自 ２１ 世纪以来，跨文化、空间转向、全

球艺术史与多元文化的新趋势出现。 本文回溯了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发

展分期和方法论的演变，旨在从学理层面宏观把握其脉络走向，为当下尚处于探索阶段的中

国本土艺术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建构和方法论创新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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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史从古代进入现代始于 １７６４ 年温克尔曼的

《古代美术史》一书的出版，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

一起点则是 １８４４ 年在柏林大学设立美术史教席。 美

术史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涌现了一大批海外

中国艺术史研究学者及其专著。 但相对于文学、哲

学、历史等学科而言，国内仍缺乏对海外中国艺术的

全面认识。 本文从海外艺术史的研究重镇，即英语世

界中国艺术史研究切入，回溯并梳理百年来海外中国

艺术史研究的渊源脉络、发展分期与方法论的演变，

大致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起

步探索期、二战后的鼎盛期、８０ 年代以后的多元化时

期。 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最大突破便是

西方“他者”研究视角所带来的全新的方法论，以此

观照 ２１ 世纪英语世界学者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和

方法论反思，以跨文化、空间转向、全球艺术史与多元

文化等多维开放视野探讨 ２１ 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的

方法论创新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百年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知识谱系

自 １９ 世纪美术史学科建立以来，受黑格尔影响，

美术史的研究重心在于艺术风格的变迁及其成因。

二战后，一些德国艺术史研究学者来到美国，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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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重心转移到美国，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

逐渐成为海外艺术史的研究重镇。 英语世界的中国

艺术史研究脱胎于西方艺术史研究模式，发端于 １７、

１８ 世纪传教士利用传教之便对中国艺术的零星介

绍。 大量中国艺术的涌入，海外中国艺术收藏热的勃

兴与海外各大博物馆的建立，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提

供了大量物质材料。 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海外中国艺

术史研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一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海外中国艺术史的学科危机致使新旧艺术

史分野。 西方学者开始全面反思发端于西方的艺术

史理论与方法论。

百年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大致划分为以

下三个阶段。

（一）起步探索期（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早期海外中国艺术研究可追溯到 １７、１８ 世纪的

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之便接触中国艺术。 他

们所关注的中国艺术大都是中国园林、陶瓷等器物，

但大都停留于零星的介绍层面，尚未上升到系统的研

究。 海外中国艺术的研究发端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

初，海外收藏体系与博物馆的建立为海外中国艺术研

究提供了文本和物质材料的基础。 ２０ 世纪上半叶，

伴随着大量中国青铜器、佛造像、壁画、书画与瓷器等

文物流失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逐渐成为海外艺术史

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带动了弗利尔美术馆、纳尔

逊 －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波士顿美术馆等博物馆的建立。 这也引发了一系列

问题：如何研究这些中国艺术藏品？ 以何种艺术史方

法阐释中国艺术？ 以往第一代汉学的研究方法如何

修正？

早期中国艺术研究学者大都具有汉学背景，往往

兼具外交官、收藏家、画商、策展人、代理人等多重文

化身份或者拥有在博物馆工作的经历。 他们以中国

艺术的收藏为中心工作，研究工作大都集中于器物研

究。 如费诺罗萨（Ｅｒｎｅｓｔ Ｆｅｎｏｌｌｏｓａ）、弗利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ａｎｇ Ｆｒｅｅｒ）、方闻（Ｗｅｎ Ｃ． Ｆｏｎｇ）、史克曼（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Ｓｉｃｋｍａｎ）、李雪曼（Ｓｈｅｒｍａｎ Ｅｍｅｒｙ Ｌｅｅ）曾分别工作

于波士顿美术馆、弗利尔美术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纳尔逊 －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克里夫兰美术

馆。 １９１４ 年，早期汉学家福开森（ Ｊｏｈｎ Ｃａｌｖｉｎ Ｆｅｒｇｕ⁃

ｓｏｎ）向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出售百余件中国绘画，

这成为该博物馆所购入的第一批中国古代名画。 福

开森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绘画展览编撰

图录，并于 １９１９ 年出版了《中国艺术大纲》。 福开森

长期在中国生活工作，熟知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坚

持汉学眼光，强调基于中国文献、按照中国传统鉴藏

标准来收藏和研究中国绘画。 福开森立足汉学的中

国绘画鉴藏眼光，对西方长期以来用艺术史眼光阐释

中国画的历史做了必要补充。

１８８７ 年，时任法国驻北京大公馆的秘书莫瑞

斯·帕里奥劳盖（Ｍａｕｒｉｃｅ Ｐａｌéｏｌｏｇｕｅ）出版《中国艺

术》，该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细介绍了书画、青铜

器、陶瓷、漆器等与西方大异其趣的中国艺术品，成为

第一部海外中国艺术研究著作。 １８９３ 年， 沙畹

（Éｍｍａｎｕｅｌ － Éｄｏｕａｒｄ 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基于在中国的长期

考察，出版了《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一书。 １９３７ 年，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Ｋｌａｓ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

出版了《中国青铜器新研究》。 可见，早期汉学视野

中的中国艺术研究大都集中于器物层面的研究。

２０ 世纪初至上半叶，一批汉学家相继出版一系

列中国艺术研究专著，带来了海外中国艺术研究的新

转向———从器物到绘画。 １９０５ 年，翟里斯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ｌｌｅｎ Ｇｉｌｅｓ）出版了《中国图画艺术史导论》；１９０８ 年，

宾因（Ｒｏｂｅｒｔ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ｉｎｙｏｎ）出版了《远东绘画》；

１９２３ 年，亚瑟·韦利（Ａｒｔｈｕｒ Ｗａｌｅｙ）基于供职于大英

博物馆的经历出版了 《中国绘画艺术研究介绍》；

１９３５ 年，戴维德（Ｐｅｒｃｉｖａｌ Ｄａｖｉｄ）出版了《中国艺术》；

１９３９ 年，福开森出版了基于博物馆的《中国艺术综

览》；１９３５ 年，喜龙仁（Ｏｓｖａｌ Ｓｉｒｅｎ）出版了七卷本《中

国绘画》。 这些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海外中国艺术研

究从早期汉学的器物研究转向中国绘画研究。

早期汉学视域下的海外中国艺术研究已经在中

西对话的框架下走向融合。 以卜士礼（Ｓｔｅｐｈａｎ Ｗｏｏｔ⁃

ｔｏｎ Ｂｕｓｈｅｌｌ）、翟里斯、夏德等为代表的汉学家们来华

考察古老中国的历史、地理、人文和艺术，并将之带回

西方。 这种基于“旅行”与“游历”的研究与海外院体

派汉学形成了一种互补，逐渐成为海外汉学研究的主

要力量。 其中，卜士礼是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的佼佼

者。 卜士礼于 １８６８ 年（清同治七年）任英国驻北京

公使馆医生，自此长期在中国生活，直至 １９００ 年（清

光绪二十六年）。 在中国生活的 ３２ 年里，他热爱青

铜器、陶瓷、书画等中国艺术，１８９９ 年出版了专门讨

论东亚陶瓷史的《东方陶瓷艺术》。 依托南肯辛顿博

物馆、大英博物馆的资源，他在中国大规模搜集中国

艺术品，成为早期海外博物馆的中国艺术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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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４ 至 １９０６ 年，他先后出版了两卷本《中国美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ｔ），这是海外英语世界第一部关于中国美

术的通史，成为海外中国美术研究的奠基之作。 当时

卜士礼所面临的一个研究难题便是中西语境中的

“转译”问题，以及如何以西方视野观看中国的“东

方”。

从 ２０ 世纪初一直到二战时期，保罗·伯希和

（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福开森（Ｊｏｈｎ Ｃａｌｖｉｎ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斯坦因

（Ｍａｒｃ 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劳伦斯·比恩尼（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ｉｎ⁃

ｙｏｎ）、喜龙仁（Ｏｓｖａｌｄ Ｓｉｒéｎ）等进一步将汉学的视野

推向纵深。 相较于第一代汉学家，这一时期的汉学家

们大都解决了语言问题，并通过文献考证复杂的美术

史问题。 海外中国艺术研究的学术进路与价值取向

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汉学视野。 从艺术史研究文本看，

中国青铜器、瓷器、书画、玉器等，与石窟艺术和墓葬

艺术等新材料一同建构了海外中国艺术的收藏体系。

从研究范围看，２０ 世纪初海外中国美术研究出现了

新的转折，除了研究材料从器物转向绘画以外，在方

法论上，第一代、第二代汉学家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

学、人类学与中国书画鉴定等方法，从而带来了汉学

研究方法论的新视野。

（二）发展鼎盛期（二战后）

二战后，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进入发力期，掀起

了“方法论热”。 随着德国区一些艺术史学者移居美

国，海外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 英

语世界逐渐成为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主体部分，尤

其是美国成为二战后海外中国艺术研究的重镇，进而

带来了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学科的规范化。 这一时期

英语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者以苏立文、高居翰、方闻、

约翰·罗森菲尔德（ Ｊｏｈｎ Ｒｏｓｅｎｆｉｅｌｄ）、班宗华（Ｒｉｃｈ⁃

ａｒｄ Ｂａｒｎｈａｒｔ）、艾瑞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ｄｗａｒｄｓ）为代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汉学与艺术史”之争［１］３８８ － ４１７

致使汉学与艺术史两大学派对峙和方法论更新，推动

了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走向纵深。 方法论的分野是

“汉学与艺术史”之争的对峙焦点。 早期风格学研究

者大都接受了正统的西方艺术史的专业训练。 巴赫

霍夫（Ｌｕｄｗｉｎ Ｂａｃｈｈｏｆｅｒ）将艺术作品的风格作为艺术

史解读的唯一可靠性手段，并坚持认为风格可以独立

于艺术史而存在，而美术史之所以成为美术史，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其围绕风格而展开。 巴赫霍夫进

而对汉学家所依据的文献证据等材料提出质疑。 他

坚持认为，基于艺术作品的风格分析才是确定美术史

普遍可靠的证据。 不同时代的视觉艺术语言串联起

一个时代的艺术史的风格演变。［２］７８其中的方法论是

风格分析还是文化史阐释？ 如对中国青铜器、玉器和

陶瓷的研究，汉学家所沿用的是文本、青铜器铭文与

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对中国艺术所生发的整体文

化史的还原，从艺术品的铭文、文本来重构艺术品所

生成的“原境”；而艺术史学者所接受的是西方风格

学与形式分析的专业艺术史训练。 如巴赫霍夫的弟

子罗樾（Ｍａｘ Ｌｏｅｈｒ）对公元前 １３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１０２８

年河南安阳青铜器的风格分析，他在沃尔夫林的风格

分析和李格尔“艺术意志”的基础上，基于艺术风格

变化进行一般性假设，以此作为青铜器断代划分的重

要时间依据。 在罗樾看来，艺术作品的风格演变是青

铜器断代划分的唯一的可靠性视觉证据。 相形之下，

高本汉则通过对青铜器的铭文、文本和纹饰进行分

类，关注青铜器文本与纹饰背后的象征意味。 二人研

究方法的分歧从中可见。

风格分析的这种风格决定论引发学界反思。 海

外艺术史学者力图从学理层面反思西方艺术史的风

格学方法，反对西方自沃尔夫林以来的风格决定论及

其循环论艺术史模式。 乔治·罗利的《中国绘画的

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便是这一反思视

域下的力作。 罗利所接受的是中世纪的正统艺术史

教育，他虽不懂汉语，却打破了“辞”的语言障碍，关

注中国绘画所根植的文化语境，以此来把握中国绘画

的整体文化趋向。 他批判西方自沃尔夫林以来的日

耳曼式风格决定论的重复式循环论艺术史模式，既着

眼于中国绘画整体的结构分析，同时又立足于中国绘

画的独特性，写就英语世界研究中国绘画的转折之

作。

继“汉学与艺术史”之争后，美国东西部两大学

派开始崛起。 罗利从认识论的层面反思如何使西方

的风格形式分析不仅适用于西方艺术，同时也适用于

非西方艺术。 这一理念启示方闻的研究进一步走向

“跨文化融合”。 方闻说：“不同的视觉语言各有其不

同的族群文化意义，为获得一个可观照不同艺术史的

公共视野，我们需要一套共同、适时的现代分析和诠

释工具。 这些工具或许最初发展于西方艺术史，但也

应藉由研究非西方视觉作品所获得的洞识，加以修正

和扩充。” ［３］２３中国绘画有其独特的笔法和画意，显然

需要一套不同于发端于西方的艺术史的阐释方法来

解读。 中国绘画的“结构”体现了特定时代的“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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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因此，为了重建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形式序

列和“连锁解”法建构的结构分析便成为断代划分和

真伪鉴定的重要视觉证据，以打破西方长期以来中国

绘画研究因断代而陷入的循环论困境。 为进一步解

决断代问题，方闻提出选取可靠年代的中国绘画的

“基准作品”（ｐｒｉｍ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以此作为无名作品或年

代不清作品的断代划分和真伪鉴定的重要依据，进而

重建中国绘画的历史维度。 但是，这一学术进路直接

导致了一个问题：如何选取“基准作品”？ 依据何在？

基于不同的基准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引发诸多论

争———如学界对《溪岸图》《女史箴图》的论争。

高居翰“艺术社会史”的全新方法论出色演绎了

对中国晚期绘画的创新性阐释。 “绘画只有通过绘

画史才能进入历史” ［４］，因此他摒弃以往风格分析总

的概括，转而借用巴克森德尔的“时代之眼” ［５］ 来关

注社会历史语境下的艺术。 另外，高居翰自始至终坚

持中国绘画的研究必须以视觉方法为中心［４］１，其“视

觉命题”之 “图”弥补了中国绘画长期囿于自足性、

重“辞”而轻“图”的弊端。

二战后，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热”带

来了方法论的全面更新，由此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进

入鼎盛阶段。 这期间学科逐渐走向体系化、整体化，

从而带来了艺术史学科范式的全面升级。 虽然西方

中心主义的惯性仍然影响着艺术史的书写，但是这一

时期的中国艺术史学者已开始认识到中国艺术的独

特性，从学理层面反思如何用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

论研究西方所缺失的中国绘画的经验和范畴。

（三）多元化时期（８０ 年代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出现新转

向———艺术史的学科危机。 １９８２ 年，美国学院艺术

协会主办的《艺术杂志》 （Ａｒ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冬季刊直接以

“当代艺术史学科中的危机” ［６］２４０ － ２５４（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为题做了一个专辑。 但是，颇为遗憾的是，这

本专辑所收录的六篇论文大多并未关涉艺术史学科

危机的主题，只有奥列格·葛兰巴（Ｇｒａｂａｒ Ｏｌｅｇ）的一

篇论文讨论了艺术史学科的历史及其方法论。 可见，

解决艺术史的学科危机这一问题迫在眉睫。 对此首

先要反思学科研究的对象，即建立在一种风格的历史

理应发生之上，这一假设往往与艺术自律性发生矛

盾。［６］这显然是艺术史的学科危机所带来的学界对方

法论的反思。

新旧艺术史的分野也主要是源于学界对方法论

的反思，由此掀起了第二次方法论热潮。 新艺术史以

诺曼·布列逊（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ｒｙｓｏｎ）、Ｔ． Ｊ． 克拉克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ａｒｋ）、斯维特兰娜·阿尔珀斯（Ｓｖｅｔ⁃

ｌａｎａ Ａｌｐｅｒｓ）等为代表。 因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

响，新艺术史学者开始反思专注于艺术作品的旧艺术

史研究方法，转而援引符号学、精神分析、文化研究、

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语

言学等多种新方法来研究艺术史，促使艺术史研究进

入多元化时期，形成新旧艺术史的分野。 新艺术史学

者带来的全新方法论大大地延展了艺术史研究的边

界，使艺术更具多样性特征，出现跨学科的新趋向，由

此带来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全面反思。

二、理论与方法论的反思

新艺术史学者对传统艺术史研究方法的批判和

反思，以及对全新方法论的实践，将艺术史的边界不

断扩展，他们跨学科的探索极大影响了海外中国艺术

史研究的走向。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各种新的研究方

法不断涌现，研究者以不同方式推进中国艺术研究，

并重新反思中国艺术研究的方法论及其潜能。 英语

世界中国艺术史研究仍然需要方法论的创新，研究者

集中从方法论层面反思以往的艺术史，探索中国艺术

研究的全新方法论。 这些方法论的反思与探索极大

延展了艺术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１）跨文化

伴随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方法论的不断递进更

新，艺术史的边界不断延展、扩大。 在方法论层面，艺

术史打破学科边界和专业壁垒，广泛借鉴社会学、人

类学、经济学等学科新的生长点。 ２１ 世纪的中国艺

术史研究对象从风格演变转向风格生成及其影响因

素，将研究重心从内部转向外部，在中西两种绘画传

统之间走向跨文化（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的艺术史研究。

乔迅（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Ｈａｙ）延续高居翰的“艺术社会

史”方法论，带来了明清绘画“现代性”研究的全新方

法论。 《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原是乔迅

的博士学位论文，其英文版于 ２００１ 年由哥伦比亚大

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于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０ 年分别于中

国台湾和大陆出版。 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解构石

涛身份立场中种种相关因素十分重要”，晚明现代性

在于“如何建构石涛的艺术价值”，如何“将我们带回

当时环境里的历史和社会问题”。［７］ｘｖｉｉｉ因此，乔迅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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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作品所隐含的关于现代性的多个主题铺设了以

地图形式标注的群组，希望在这些交互作用的主题间

建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社会意识和艺术家的主体

性，即所谓“早期现代性”的脉络。 这种抛开作品、关

注艺术创作的社会性、突显作品与社会意识的交集的

研究方式，就是有关艺术家作品研究的社会学方

法。［８］５８乔迅着眼于挖掘石涛的“早期现代性”，围绕

石涛对画家的自主性（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自我意识（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和怀疑（ｄｏｕｂｔ）展开探讨。 他将石涛的

社会身份作为其创作中现代性特质的一部分，并借鉴

威廉（Ｒｏｗ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的中国社会现代性诞生的概念，

进一步延展了现代性的深度和广度，从石涛的创作中

提取出其社会身份的建构性，以此作为一种现代性的

表征。 他进一步将石涛放在徽商文化圈的语境中，致

力于艺术社会史的外部研究，借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

术语，从生产和消费的视角探讨石涛主体性生成和作

品形塑的“社会空间”。

柯律格（Ｃｒａｉｇ Ｃｌｕｎａｓ）也以全新的方法论实现了

对以往传统风格学艺术史的全面解构。 柯律格的

《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Ｅｌｅｇａｎｔ Ｄｅｂｔｓ：Ｔｈｅ Ｓｏ⁃

ｃｉａｌ Ａｒｔ ｏｆ Ｗｅｎ Ｚｈｅｎｇｍｉｎｇ， １４７０—１５５９ ） 英文版于

２００４ 年出版，中文版于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２ 年分别由台湾

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和大陆三联书店出版。 他运

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借助应酬、社交等面

向，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解读艺术的社会化功能，并将

研究进一步延展到官僚、商人等，以及送礼、商业交易

等一系列社会学范畴。

姜斐德（Ａｌｆｒｅｄａ Ｍｕｒｃｋ）的《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

情》从题画诗切入考察政治如何从外部形塑艺术，以

及宋代文人画家如何借用山水画表达他们的政治意

图，力图从山水画的视觉形式和图像阐释中考察文人

的政治隐情。 这一跨文化的全新方法论为宋代文人

画研究带来了新的维度。

（二）全球艺术史

“全球艺术史”是 ２０ 世纪以来研究的热点和新

的学术生长点。 因受到 １９ 世纪“新史学”（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

ｒｙ）的“大历史”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叙述的影响，艺术

史的边界不断延展，涉及艺术的权力、市场、种族、社

会、思想、政治等问题。 “大艺术史”的观念与历史观

念的变迁相关，这种艺术史书写模式与西方史学的整

体转向相关。

长期以来，自瓦萨里（Ｇｉｏｒｇｉｏ Ｖａｓａｒｉ）以来的艺术

史遵循时间的、线性的、进步主义的艺术史观念，这一

观念主导下的艺术史书写表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主

义倾向。 以民族—国家、地缘政治为主体所建构的文

化霸权，使西方艺术（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ｒｔ）的意识形态拥有绝

对的压倒性优势。 相形之下，非西方的中国、印度、中

东国家等“他者”则被边缘化，直接导致一种非西方

艺术“失语”的悬置状态，这成为西方艺术史叙述的

内在逻辑和范式脉络。 这一艺术史书写模式表现出

强烈的殖民主义倾向，西方艺术的霸权主义主宰着艺

术史叙述，而非西方艺术逐渐被殖民化：他们将以西

方中心主义建构的艺术史叙述模式视为一种普遍性

的艺术史规律和范畴，它对非西方国家的艺术史叙述

具有天然的权威性和适用性。 但是这种艺术史书写

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先验地预设了某种西方中心

主义的框架，殖民主义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艺

术史书写本身的复杂性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掩盖了

原本丰富的多民族艺术史材料，表现出一种艺术史的

偏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球艺术史”的概念应运

而生。 ２００６ 年，美国艺术史学者詹姆斯·埃尔金斯

（Ｊａｍｅｓ Ｅｌｋｉｎｓ） 在 《艺术史是全球性的吗？》 （ Ｉｓ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ｌｏｂａｌ？） 一文中提出 “全球艺术史” 及其建

构。［９］２０１４ 年，克拉克艺术学院主办研讨会并出版论

文集《全球转向下的艺术史》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ｕｒｎ）。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２０１３ 年德

国艺术史学者汉斯·贝尔廷（Ｈａｎｓ Ｂｅｌｔｉｎｇ）在《从世

界艺术到全球艺术》（Ｆｒｏｍ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ｔ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ｔ）中

进一步提出了“全球艺术”这一全新的艺术史叙述模

式［１０］１７８ － １８５，从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 “世界艺术”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ｔ）的“旧艺术史”叙述转变为一种全新的多

元文化共同体的全球艺术史叙述。 在贝尔廷看来，

“全球艺术”这一概念的最大优势是它规避了以往西

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世界艺术”艺术史的后殖民主

义倾向，将西方艺术与非西方艺术放在平等地位。

“全球艺术史”叙述模式的一大特点是以空间代替时

间，由此带来艺术史研究的空间转向。

（三）空间转向

全球化的潮流，以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反

思，使得艺术史研究倡导一种跨文化、跨学科、跨边

界、跨区域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将艺术史视为一种空

间中互动和延展的概念。 正是在这一语境下，２００３

年美国艺术史学者大卫·萨默斯（Ｄａｖｉｄ Ｓｕｍｍｅｒ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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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空间：世界艺术史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兴起》

（Ｒｅａｌ Ｓｐａｃｅｓ：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一书中指出，当前美术史方法论的一个重

要问题在于传统风格学与形式分析的唯一有效性。

他进 而 提 出 原 境 分 析———考 古 学 家 德 · 昆 西

（Ｑｕａｔｒｅｍèｒｅ ｄｅ Ｑｕｉｎｃｙ）曾提出“原境论” （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旨在探讨艺术作品功能与其所生发的原

境的关联，探讨福柯的后结构主义。 他以传统西方线

性的、历史进步主义的美术史为基础，旨在提出一种

与之抗衡的艺术史建构路径和全新的叙述模式。 具

体而言，它以“空间艺术”（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ｒｔ）取代传统的、以

“视觉艺术”（ｖｉｓｕａｌ ａｒｔ）风格为主的艺术史建构模式。

詹姆斯·埃尔金斯在为《真实空间：世界艺术史

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兴起》所作的书评中提及：“‘空

间’并不是一个既定概念，它被视为后文艺复兴时期

西方艺术史的基本概念而存在于历史中。 这种空间

概念与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自我’定义相互纠缠

在一起……在现今风行的西方艺术与经验中，也无法

摆脱这种空间概念的纠缠。” ［１１］３７５ 事实上，“空间”这

一概念并不单单指向一种三维视幻空间，“空间”作

为一种传统，有其内在的文化稳定性并内化于西方艺

术史之中。 从学术史的脉络看，萨默斯“空间艺术”

的全球艺术史叙述是在对传统美术观念反思的基础

上生成的一种艺术史新范式。

２００４ 年，托马斯·达考斯特·考夫曼（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ａＣｏｓｔａ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在《走向艺术的地理学》 ［１２］２１３ － ２５２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ｔ）一书中，探讨了艺术之地

理（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ａｒｔ）①。 地理学研究方式的转变带来

了一种新的“空间转向” ［１３］，主张以历史地理（ｈｉｓｔｏｒ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为主线建构完整的艺术地理学，将地理重新

置于艺术史研究中；旨在重新思考地理与历史的关

系，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地理之于历史建构的重要性。

他进一步考察了地理的概念何以具有历史的维度，解

读艺术史中的地理问题，以及全球艺术史的建构与地

域艺术史的互动问题。 与以往线性的、单一的艺术史

叙述有所不同，艺术地理学尤为关注全球艺术史与地

域艺术史如何在传播与互动中形塑其民族身份与文

化认同。

（四）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所针对的是以往线性的、单一的、进步

主义的传统艺术史叙述，这便促使我们重返贡布里希

的问题———贡布里希在《为多元论辩护》 （Ａ Ｐｌｅａ ｆｏｒ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②一文中的艺术史反思。 以往主流的艺术

史叙述大都围绕风格这一中心展开，以风格史来确定

艺术史，以区别于其他史学。 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艺术风格的生成语境，诸如政治权力、市场、种族、社

会、经济等。 而主流的艺术史叙述也以西方艺术史为

主脉展开，忽视非西方艺术，转而呼唤多元文化（ｍｕｌ⁃

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的观念。 多元文化的观念，显然是在反

思西方中心主义所主导的艺术史叙述模式。 传统西

方中心主义的艺术史叙述往往局限于西方艺术一隅，

它从西方独特的艺术经验中总结规律，然后先验地假

设其他非西方艺术也适用于西方艺术史发展模式。

但是，艺术史有其自身的规律，从传统艺术史叙述中

可以窥见西方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并非平等关系，而

虚假的全球艺术史叙述也正是源于这种艺术史的偏

见。

以詹姆斯·埃尔金斯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反思

西方中心论的问题，力图从以往的基于民族—国家的

西方中心主义的艺术史叙述模式中抽离出来。 然而，

近年来那些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艺术史叙述，表

面上看是一种以空间取代时间的全球艺术史叙述，但

其潜在话语仍是西方中心论。 反思西方中心论并非

指向中西艺术二元对立的局势，而是基于超越中西艺

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不同民族的艺术各有其重心所在，不同艺术各有

其独特价值。 不同艺术之间可以比较，但不应用一种

普遍性标准来衡量。 正如奥列格·葛兰巴所提出的

“艺术史的普适方法”（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

ｒｙ ｏｆ ａｒｔ），主张艺术史家的意义在于发现特定视觉语

言中蕴涵的国家、种族的本土性文化意义，而不能将

此意义并入一种所谓的“普适体系”中。［１４］２８２ 艺术不

仅是多元的，而且各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西方

艺术在过去的 ２０ 世纪主宰了艺术史的主流叙述，但

其内在限度也日益凸显；以往单一的基于民族—国家

的艺术史叙述已经无法阐释纷繁复杂的艺术现象。

基于这一语境，多元文化的观念应运而生。

三、结语：重塑艺术史何以可能

百年来，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具有清晰的

知识谱系。 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起步探索期到

二战后的发展鼎盛期再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的多元

化时期，从最初传教士利用传教之便的零星介绍到海

外中国艺术收藏热的勃兴、海外各大博物馆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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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格局逐渐走向多元开放。 发展至 ２１ 世纪，英

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蔚为大观，几乎所有的英美

综合类大学都设有中国艺术史学科，越来越多的海外

年轻学者涌入中国艺术研究领域。 他们以“他者”的

眼光和西方的方法论阐释中国艺术，建构了系统的方

法论体系。 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最大的突破

便是方法论层面的反思。 在经历了艺术史的学科危

机及理论与方法论的反思之后，英语世界海外中国艺

术史研究逐渐走向学科的规范化，实现了学科的全面

升级。

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力图从以往西方中

心论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无独有偶，２０ 世纪初曾先

后两次掀起“世界艺术”潮流———虽然最终都以失败

而告终。 在今天全球艺术史语境下，很多艺术史学者

重新反思两次“世界艺术”潮流的迅速消亡，并将之

归因于方法论层面的问题，普遍认为以发端于西方的

艺术史方法，诸如形式分析与图像学来阐释中国艺术

难免有隔膜之感。 这当然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更为

重要的则是本质意义上的“语境”的问题。 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在于艺术史 “转译” 中所直面的 “辞” 与

“图”的两重难题。③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艺术时面临

“辞”与“图”的天然困境，这显然也是英语世界中国

艺术史学者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艺术史的独特性在

于通过风格史来确定艺术史，这显然也是艺术史与其

他学科的最大差异之所在。 而艺术史家的任务在于

观看大量绘画作品，谙熟历代中国美术作品的风格和

形式的变化，根据艺术作品的形式风格来书写艺术

史，以此区别于其他学科。 艺术史的“图”之维度弥

补了以往文献考证和考古出土文物所无法囊括的历

史细节，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艺术史的独特价值得以凸

显。 这可进一步追溯到“汉学与艺术史”论争之焦

点。 罗利的问题是过分重视“图”的风格形式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艺术所生发的原初历史语

境问题。 罗利不懂汉语，缺少传统考证和文献搜集等

汉学功底。 “辞”与“图”的问题仍然是海外中国艺术

研究者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也是新一代艺术史研究者

所面临的挑战。

在当下全球艺术史语境下，中国艺术越来越受到

海外学者的重视，中国艺术研究成为世界艺术版图的

重要部分。 海外中国艺术研究出现两大新趋向：一是

海外中国艺术研究愈来愈重视中国艺术本身的独特

性；二是在方法论层面，西方学者认识到不能简单地

将西方艺术史的理论和方法论全盘套用到中国艺术

上，而应注重把握中国艺术的整体文化趋向。 海外中

国艺术研究已经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窗口，

也为当下中国本土艺术史范式的建构提供了重要参

照和方法论资源。 相形之下，国内中国艺术史研究尚

处于探索阶段。 长期以来，传统中国绘画史的书写沿

用老普林尼式的叙述和师徒传授、代代相传的模式，

长期囿于自身的自足性与艺术史的自律性，致使中国

传统绘画史研究的滞后性问题日益凸显。 建构中国

本土艺术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其中方法论是一个重要

的突破口。 如何引介海外成熟的方法论体系和范式？

如何用全新的方法论来处理西方缺失的中国绘画经

验和范畴？ 国内中国艺术史研究走到了方法论创新

的临界点。 与英语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研究集中于综

合类大学有所不同，国内的研究主要设在美术类专业

学校，而美术与考古分属两门独立的学科。 国内艺术

史方法论的创新亟需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视野，在

观念和方法上突破长期以来的自足性和自律性。 在

海外中国艺术“他者”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下，我们要

从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语境出发，以中国艺术的独特性

来重塑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

（责任编辑：徐智本）

　 ①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在纽约举办的美国大学艺术协会年会上，与

会学者提出“绘制世界艺术地图”，托马斯·考夫曼提交论文

《制图与艺术地理学》。 具体参见：Ｃｏｓｇｒｏｖｅ 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ｓ． Ｌｏｎ⁃

ｄｏｎ： Ｒｅａｋｔｉｏ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９， ｐ． ２１３ － ２５２。

　 ②　 Ｅ． Ｈ． Ｇｏｍｂｒｉｃｈ． Ａ Ｐｌｅａ ｆｏｒ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ｒ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ｐｒｉｎｇ， １９７１． 译文可参见：〔英〕Ｅ． Ｈ． 贡布里希著，邵宏译、迟

轲校《为多元论辩护》，载于《美术思潮》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

　 ③　 “辞”与“图”，即文献与图像的问题一直都是海外学者研究中

国艺术史的天然难题，而对海外艺术史研究影响深远的“汉学

与艺术史”之争，究其本质也正是汉学所沿用的文献考证和艺

术史所秉持的风格形式分析的方法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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